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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年科技工作者作为科研事业的主力军，承受了更多的工作任务和压力，也面临更多

的心理健康风险。为了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对中国35岁及以下

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分别在2009年和2017年进行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青年科技

工作者中有 21%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47.9%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11%的青年

科技工作者在最近1年中有过自杀意念，青年科技工作者整体心理健康状态呈现下降趋势；

青年科技工作者比其他年龄的群体有更多的抑郁倾向和自杀意念，但焦虑水平无显著差异；

女性和低学历青年科技工作者有更多的自杀意念，低学历青年科技工作者还有更多的抑郁

情绪；婚姻状况、婚姻满意度、情绪调节方式和工作环境均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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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

肩负实现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时代重任，其心

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个人的能力发挥，更关系着今后

几十年中国科技的发展。人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第一资源，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长线事业和战略

问题，是需要长期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1]。2008年
的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的“低龄”化正逐渐显现，3700
万科技工作者中，年龄在 40岁以下的超过了总数的

2/3[2]。根据《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14年中国科技

人力资源达8114万人，科技人力资源平均年龄为33.73
岁，29岁以下的科技工作者成为中国现有科技人力资

源的主体[3]。心理健康与人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

研究显示心理健康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工作效率、

工作投入等[4-5]，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个体难以专注工

作，对工作有更多负面情绪，更难创造性地工作[6]。

在各个群体中，青年是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相对高

发的年龄段[7]，研究显示该年龄段的精神疾病发病率增

加[8]。青年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9]，工作时间长[10]，亲

密关系不稳定[11]，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均会影

响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让该群体面临较多的心理

健康风险因素。目前针对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群体的

调查和研究相对较少。部分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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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较

高的焦虑状态[12-13]以及较大的工作压力[14]，有研究指出

工作 2年左右的科技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 [15]。

科研工作者是人才组成的中坚力量，由于科技工作的

高端性、创造性和艰巨性，科技工作者承受着较大的工

作压力，尤其是青年群体作为科研工作的主力军，他们

的心理健康理应受到更多关注，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心

理健康状况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9年和2017年针对科技工作者的心理状况分别

进行了 2次全国调查。本研究的对象具体指年龄在 35
岁及以下的科技工作者群体。

1）2009年调查对象。共采集了 1.4165万份有效

数据，其中 35岁及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共 6574人，

男性 3548人（53.97%），女性 2984人（45.39%），未填写

性别 42人（0.64%）。年龄范围为 18~35岁，平均年龄

28.96±3.79。无职称者占 16.9%，初级职称者占 39.2%，

中级职称者占37.2%，副高级职称者6%，正高级职称者

0.6%。0.8%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为高中及以下学历，

2.2%为中专学历，15.2%为大专学历，51.8%为本科学

历，22.4%为硕士学历，7.5%为博士学历。未婚的青年

科技工作者占33.7%，已婚的占65.4%，离婚的占0.9%。

2）2017年调查对象。共采集有效问卷 1.4165万

份，其中 35岁及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共 6216人，男

性 3238（52.09%），女性 2956（47.55%），未填写性别 22
（0.36%）。年龄范围为 18~35岁，平均年龄 30.09±3.52
岁。无职称者占24.8%，初级职称者占29.1%，中级职称

者占 36.7%，副高级职称者 5.6%，正高级职称者 0.5%，

本单位不评职称占3.3%。0.7%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为高

中及以下学历，1.1%为中专学历，8.7%为大专学历，

47.3%为本科学历，31.3%为硕士学历，10.9%为博士

学历。

1.2 研究方法

1）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简版）。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在国际上被广泛用于对普通人

群进行抑郁症状的筛查，要求调查对象使用0~3评定最

近一周内症状出的频次。本次调查使用根据中国常模

修订的 9题简版[16]。该抑郁量表以总分 10分为界判断

有无抑郁倾向，以 17分为界判断有无重度抑郁风险。

2009年和 2017年的Cronbach α系数（最常用的信度测

量方法，指量表所有可能的项目划分方法所得到的折

半信度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87和0.85。
2）广泛性焦虑问卷。

广泛性焦虑问卷用于测量普通人群的焦虑状

态 [17]。由 7题组成，要求调查对象用 0~3分评定最近 2
周的情况。在该量表上得分低于5分代表无焦虑问题，

5~9分代表轻度焦虑问题，10~14分代表中度焦虑问题，

15 分以上代表重度焦虑问题。在 2017 年调查中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92。
3）自杀意念。

在2009年的调查里用单题“我最近想过自杀”获取

相关数据，调查对象可以从“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

较同意”“同意”这4个选项中做出选择。2017年，通过

单题“您最近是否想过自杀”获取相关数据。调查对象

可以从“是，最近一周想过；是，最近一个月内想过；最

近一年想过；没有想过”这4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4）情绪调控方式。

调查使用 1道单题请调查对象选择自己的主要情

绪调控方式，问题为：“情绪不好时，我通常的调控方式

是：（1）压制自己的情绪不表达出来；（2）改变自己的

想法来转变情绪；（3）如实表达，不太控制自己的情

绪”。其中，选择（2）代表最健康的情绪调节方式，通过

自我调整改善情绪；选择（1）虽然在表面上不流露负面

情绪，但并未真正改善情绪，往往要付出身心健康的代

价；选择（3）则可能因为冲动的情绪宣泄带来不良的人

际影响，情绪宣泄后有可能减弱，但也不一定得到

调整。

5）工作环境量表。

工作环境对工作健康、工作成绩也会造成影响。

工作环境量表为美国全国中年研究项目（MIDUS）[18-19]，

共19题，采用5点计分，包括技能发展、决策自主、工作

要求、同事支持、领导支持 5个子维度。技能发展评估

的是工作中是否有机会和有必要学习应用新的知识技

能；决策自主评估对于工作任务、时间、方法、环境等方

面个人选择权和控制力的大小；工作压力评估工作中

来自时间、任务、人际关系的过高或不一致的要求；同

事支持与上级支持评估工作中得到的支持、倾听与信

息。在本调查中 5个子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65、0.79、0.70、0.77和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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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背景信息问卷。自行编制，包括调查对象的性

别、年龄、学历、所在城市、职业、婚姻满意度等信息。

1.3 调查程序

2009年科技工作者调查采取纸质问卷填答的方

式，由调查员带纸质版问卷到达施测地点，对受测者集

中测试，调查员负责现场说明调查背景、介绍调查问

卷、进行现场答疑、维持填答秩序，最终回收问卷。

2017年调查采取网络问卷自填的方式，主要通过定向

邀请和定向宣传的方式取得调查样本数据。通过联络

科技人员密集的单位，由单位统一下发通知，课题组将

在线调查网址和调查对象的填答码发送到各调查站

点，请调查站点将其发送给调查对象，站点负责人应适

时督促调查对象，保证调查如期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2.1.1 抑郁状况

2009年调查显示（图 1（a）），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

抑郁得分平均数为5.60±5.02分,中数为4分。得分小于

10分的占总人数 81%（无抑郁倾向），得分≥10分的占

19%（有抑郁倾向）；其中有 4.1%的人得分≥17分（有重

度抑郁风险）。2017年调查显示（图1（b）），全国青年科

技工作者抑郁得分平均数为 6.29±4.89，中数为 6.00
分。得分小于 10分的占总人数 78.6%（无抑郁倾向），

得分≥10分的占21.4%（有抑郁倾向）；其中有3.5%的人

得分≥17分（有重度抑郁风险）。

图1 2009年和2017年抑郁问题检出率

Fig. 1 Depression problem detection data rates on 2009 and 2017

（a）2009年 （b）2017年

比较两轮调查的结果发现，2009年和 2017年均有

约1/5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2009
年的有1/5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

到了 2017 年略有上升，抑郁状态阳性检出率为

21.4%。在重度抑郁风险的检出率上分别为 4.1%和

3.5%，2017年略有下降。

在抑郁总分上，35岁以上与 35岁以下的群体抑郁

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7.52，p<0.01），F为检验的统计

值，p为差异显著性概率。35岁以上的科技工作者抑郁

的得分6.05±4.69分，3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得分

为 6.29±4.76分。进一步划分发现总体上呈现年龄越

高，抑郁水平越低的趋势。其中，35岁及以下年龄组的

抑郁得分为 6.29±4.76分，高于 36~50岁的抑郁得分为

6.09±4.55分，显著高于50岁以上年龄组的抑郁得分为

5.85±4.90分。从抑郁风险的分布上来看，在有抑郁倾

向（10分及以上）和抑郁高风险（17分及以上）的人群

中，低年龄段的人数比例较高，随着年龄增加，人数比

例降低（图2）。

图2 各年龄段抑郁分数分布

Fig. 2 Depression score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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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自杀意念

自杀意念指的是自杀的念头和想法。自杀意念可

能是一过性的，也可能是持续的，甚至可能出现对于详

细计划和方式的深入考虑。尽管自杀意念和实施自杀

并没有完全对应的关系，但这种意念是自杀的风险因

素之一。

2009年的调查里中共有 3.8%的人选择了“比较同

意”和“同意”，这代表有3.8%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近期

想过自杀，如图 3（a）所示。2017年共有 11%的青年科

技工作者产生过自杀意念，其中，3.1%的人在一周内有

过自杀意念，2.2%最近一个月想过，5.7%最近一年想

过，如图3（b）所示。根据抑郁量表的10分划段分，将调

查对象分为抑郁水平高低两组，分别统计其自杀意念

的发生比例。在低抑郁水平的群体中，5.0%存在自杀

意念；在高抑郁水平的群体中，20.4%存在自杀意念。

这显示抑郁者中有较高的自杀风险。

图3 2009年和2017年自杀意念检出率

Fig. 3 Suicide ideation detection data rates on 2009 and 2017

（a）2009年 （b）2017年

2.1.3 焦虑状况

焦虑是一种紧张烦躁的情绪，具有现实诱因的适

度焦虑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是一

种适应和应对环境的反应，然而缺乏现实依据的过度

焦虑会让人感到痛苦，且极具破坏性，可伴随正常社会

功能的受损。2017年调查显示，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焦

虑量表上的平均分为 4.54±3.98分，中数为 4分。本次

调查中 52.1%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没有焦虑问题，47.9%
有焦虑问题，其中 39.9%具有轻度焦虑问题，5.7%具有

中度焦虑问题，2.3%具有重度焦虑问题（图4）。

对比青年科技工作者和35岁以上的中老年科技工

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在抑郁上两轮数据均显示,
青年群体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中老年群体（t2009=7.67,
t2017=2.74，p<0.01），说明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抑郁状况更

为严重，t为检验的统计量值，抑郁概率为 p。在自杀意

念上，卡方检验分析显示青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存在

显著差异（χ22009=45.442，χ22007=14.909，p<0.01），青年群体

的自杀意念多于中老年群体，χ代表年卡方检验的统计

量值。在焦虑状况上，青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不存在

显著差异（表1）。
进一步将群体划分为青年群体（35岁及以下)）、中

年群体（36~50岁）和老年群体（50岁以上）对不同年龄

段的科技工作者在焦虑量表上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

发现差异显著。5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焦虑得分显著低

于其他年龄组（F=5.17，p<0.01），平均值为 4.13±4.24
分，35岁及以下年龄组的焦虑为4.56±3.89分，36~50岁
年龄组的焦虑得分为4.50±3.84分。这说明中年和青年

科技工作者的焦虑状况均较为严重，不存在显著差异，

直到老年焦虑水平才有明显下降（图5）。
图4 不同焦虑程度上的分布比例

Fig. 4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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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群体差异

2.2.1 性别差异

2009年和 2017年两轮数据中，男性和女性青年科

技工作者的抑郁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2009年的数据

中，男性和女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自杀意念情况存在

显著差异（χ2=10.059，p<0.05），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自

杀意念。2017年的结果与 2009年一致，女性比男性有

更多的自杀意念（χ2=9.818，p<0.05）（表 2）。分析焦虑

数据发现，男性和女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焦虑得分不

存在显著差异。

2.2.2 学历差异

对不同学历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进行心理健康状况

对比，在抑郁得分（F=3.53，p<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群体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大学本科

及以下学历的群体，硕士学历群体的抑郁得分（6.12±
4.82分）又显著低于本科群体（6.24±4.64分）和博士群

体（6.34±4.95分）。在焦虑得分上，不同学历不存在显

著差异。

按人数分布比例进一步将学历划分为本科以下

（10.5%）、本科（47.3%）、硕士（31.3%）、博士（10.9%）4
个组别，经过卡方检验发现4个群体的自杀意念有显著

差异（χ2=73.53，p<0.01）,学历越低，有自杀意念的比例

越高，自杀意念越多（图6）。

2.3 影响因素

2.3.1 情绪调控方式

在情绪调控方式的选择上分别把选择 3个选项的

表1 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特征

Table Mental health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fessions

2009年

2017年

青年群体

中老年群体

差异检验

青年群体

中老年群体

差异检验

抑郁

χ±SD
5.60±5.02
4.96±4.90

t=7.67，p<0.01
6.29±4.89
6.05±4.61

t=2.74，p<0.01

检出率

19.0%
15.5%

21.4%
21.0%

自杀意念

检出率

3.7%
2.7%

χ2=45.442，p<0.01
11.0%
10.8%

χ2=14.909，p<0.01

焦虑

χ±SD
—

—

—

4.54±3.98
4.44±3.92

t=1.63，p>0.05

检出率

—

—

—

47.9%
47.3%

注：χ代表平均值，SD代表标准差

图5 不同年龄段在4个焦虑程度上的人数比例

Fig. 5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anxiety

表2 不同性别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自杀意念比例分布

Table 2 Proport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2009

2017

男

女

男

女

最近一周

想过

（同意）

1.0%
1.5%
3.0%
3.1%

最近一个月

想过

（比较同意）

2.4%
3.0%
2.4%
2.0%

最近一年

想过

（比较不同意）

9.2%
10.6%
4.9%
6.6%

没想过

（不同意）

87.4%
84.9%
89.7%
88.3%

图6 不同学历自杀意念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by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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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简称为：压制组、调整组、宣泄组。本次调查

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健康的调整方

式，占57.2%（由于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该比例可能存在

高估）。选择另外两种情绪调控方式的人数比例接近，

21.5%为压制组，21.3%为宣泄组。

比较情绪调控的 3组在抑郁检出率上的差异。抑

郁量表超过 10分代表可能存在抑郁问题，这一人数比

例在压制组最高，达到 37.1%；调整组为 17.9%；宣泄组

为21.7%（图7（a））。在自杀意念上的检出率，压制组的

检出率最高，过去一年存在自杀意念的比例高达

17.9%，调整组为8.7%，宣泄组为9.8%（图7（b））。在焦

虑上的差异，焦虑的检出率在压制组高达 55.0%，宣泄

组的焦虑检出率为 41.2%，调整组的焦虑检出率为

35.4%（图 7（c））。在压制组，重度焦虑的检出率高达

4.7%，而调整组的重度焦虑检出率仅为0.8%，宣泄组检

出率为2.1%。

不同情绪调节方式在抑郁上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F=179.79，p<0.01），在焦虑上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
118.99，p<0.01）。压制组在抑郁、焦虑、自杀意念上的

得分显著高于调节组和发泄组，发泄组的抑郁得分显

著高于调节组（图7）。
卡方检验发现三组情绪调节方式的青年科技工作

者抑郁得分有显著差异（χ2=411.707，p<0.01），焦虑得分

有显著差异（χ2=273.58，p<0.01）,自杀意念存在显著差

异（χ2=98.65，p<0.01）。结果显示，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

对心理健康各个方面均有影响。

2.3.2 婚姻满意度

在婚姻状况上，有 37.1%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未婚，

61.3%的人已婚，1.6%的人为再婚、离婚或丧偶。不同

的婚姻状况在抑郁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11.31，p<
0.01），已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抑郁得分最低（6.05±4.67
分），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的群体，未婚群体的抑郁

得分（6.55±4.82分）又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的群体

（8.72±5.14分）。不同的婚姻状况在焦虑得分上存在显

著差异（F=3.13，p<0.05），已婚群体的焦虑得分（4.51±
3.80分）与未婚群体的焦虑得分（4.57±3.95分）无显著

差异，但均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群体（5.76±4.24
分）。将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已婚、其他 3类，卡方检验

发现 3类婚姻状况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自杀意念存在显

著差异（χ2=170.824，p<0.01）。
在已婚群体中进一步调查了婚姻满意度，1.9%的

青年科技工作者表示很不满意，2.2%表示较不满意，

3.6%表示略不满意，7.1%表示不确定，11.3%表示略微

幸福，48.9%表示比较幸福，25%表示非常幸福。数据分

析发现婚姻满意度与抑郁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30，
p<0.01）,与焦虑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24，概率 p<
0.01），r为拟合优度系数。对不同婚姻满意度的青年科

技工作者进行心理健康状况对比，在抑郁得分（F=
159.40，p<0.01）、焦虑得分（F=100.1，p<0.01）上存在显

著差异。对婚姻越满意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抑郁和焦

虑的倾向越少。

2.3.3 工作特征

将工作特征分为技能发展、决策自主、工作压力、

同事支持和上级支持5个子维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均

与抑郁得分存在显著相关。抑郁与技能发展呈显著负

图7 不同情绪调节方式

Fig. 7 Depression, suicidal and anxiety ideation detection
rates of different emotion regulation

（a）抑郁检出率

（b）自杀意念检出率

（c）焦虑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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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r=-0.29，p<0.01）,与决策自主呈显著负相关（r=-
0.24，p<0.01），与工作压力呈显著正相关（r=0.21，p<
0.01），与同事支持呈显著负相关（r=-0.28，p<0.01），与

上级支持呈显著负相关（r=-0.27，p<0.01）。进一步回归

分析发现（表 3），控制了性别对抑郁的影响发现，工作

环境中所有维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工作环境对

青年科技工作者群体的抑郁状况有显著影响。将性别

作为控制变量，分析自杀意念与工作环境的关系发现，

技能发展、工作要求和同事支持维度对自杀意念有显

著影响。工作要求越高，技能发展越差、决策自主越

少、领导和同事支持越少，抑郁水平越高。技能发展越

差，工作要求越多，同事支持越少，自杀意念水平越高。

表3 工作环境对抑郁、自杀意念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all dimensions of work environment

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预测变量

控制变量

性别

工作环境

技能发展

工作要求

决策自主

领导支持

同事支持

R2

ΔR2

ΔR2F值

抑郁得分（β）

方程1

-0.065**

0.004
0.004**

24.096

方程2

-0.057**

-0.19**

0.23**

-0.059**

-0.079**

-0.097**

0.182
0.181**

245.545

自杀意念得分（β）

方程1

0.044**

0.002
0.002**

10.819

方程2

0.046**

-0.089**

0.081**

-0.006
-0.033
-0.054**

0.032
0.031**

35.047
注：*代表p<0.05，**代表p<0.01.方程1纳入控制变量（性别），方程2纳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工作环境）。

3 讨论

1）两次大规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心理健康调查

结果显示，2009年和2017年均有约1/5的青年科技工作

者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

2009年有 3.8%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最近想过自杀，

2017年共有 11%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产生过自杀意念，

5.3%最近一个月想过，这提示青年科技工作者群体仍

有不可忽视的自杀风险。焦虑问题的特点是轻度焦虑

普遍存在，而较为严重的焦虑问题则较少，存在焦虑问

题的科技工作者接近半数。结果显示青年群体的心理

问题更严重，与其他国家的研究基本一致[20-21]。本研究

显示不同性别和不同学历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焦虑水

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且青年科技工作者和中年科技

工作者的焦虑水平也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之前对全

样本的分析结果一致[13]。结合焦虑的检出率可以看出

青年群体的整体焦虑水平均较高，且不受性别和受教

育程度的影响。也说明科技工作者群体整体的焦虑水

平较高，值得引起重视。

2）在情绪调节方面，分析了情绪调控方式对心理

健康的影响，不同情绪调节方式在抑郁、焦虑、自杀意

念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压制组在心理问题检出率上的比例最高，其次是

宣泄组，检出率最低的是调整组。对于情绪的体验和

应对会直接决定个体的健康状况[22]，对情绪的处理分为

适应性的和非适应性的[23]，积极的情绪体验和处理方式

对于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对情绪压抑、无法表达或体

验情绪、无法交流情绪对于健康有损害[24]。这一结果显

示对情绪的压制最容易促发抑郁。以压制负面情绪为

主要方式的人，在表面上可能流露的负面情绪较少，但

在内心的主观体验上，抑郁、悲观、沮丧、低落的情绪可

能更加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抑郁问题

不容易从外部观察到，如果他们自己不重视自身的心

理健康，就有可能累积成日益严重的问题。因此，加强

心理健康的科普工作，改善科技工作者的情绪调控方

式，对于预防抑郁非常重要。过去有研究指出情绪调

节对于抑郁症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有明显效果[25]。

3）在工作环境方面，发现工作环境中所有维度的

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工作环境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群

体的抑郁状况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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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越高，技能发展越差、决策自主越少、领

导和同事支持越少，抑郁水平越高。技能发展越差，工

作要求越多，同事支持越少，自杀意念水平越高。有研

究支持了这一现象，指出对工作的自主性越低、技能多

样性越低、工作厌倦感越高，抑郁水平越高[12]。还有研

究支持与低工作要求的参与者相比，高工作要求的参

与者有更多的工作量、更多的加班时间，他们罹患重度

抑郁或广泛性焦虑症的风险是前者两倍[10]。回归分析

显示工作环境可以预测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抑郁水平，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26-27]。超过个人承受能力的

工作要求会让个体体验到压力和紧张，并可能通过生

理、心理、身心和行为机制的方式增加精神疾病的风

险，如影响糖皮质激素分泌[28]。持续升高的应激激素水

平可能对大脑有直接的神经毒性作用，尤其是在海马

区[29]。青年科技工作者是科研主力军，承受了较多的工

作任务和较大的工作量，如不积极自我调整、寻求有效

的支持和沟通，对于心理健康和长远发展有不利影响。

4）婚姻状况与心理健康相关，良好的婚姻关系与

心理健康呈现显著正相关，对婚姻越满意，抑郁情绪越

少，焦虑情绪越少，近期自杀意念越少。但未婚群体的

心理健康状况显著好于离异、丧偶或再婚的群体，这与

之前研究的结果一致[11,30]。

婚姻关系中的变动、破裂或丧失对于青年科技工

作者群体是较大的创伤事件，不利于心理健康。良好

的婚姻关系意味着较为稳定的生活作息和社会支持，

尤其是婚姻满意度较高的群体，当他们的工作和家庭

发生冲突时，他们的伴侣往往有更支持性的表现，这有

利于该群体进行调节[31]。但研究显示未婚的青年科技

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没有太糟，在焦虑水平上和

已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无显著差异，有研究显示过早

的婚姻并不利于心理健康，有时会有消极的影响[11]，35
岁及以下群体尚未结婚并不是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

针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现状，应强化各

级青年组织对青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服务的支持和

帮助。在总体加强科技工作者心理服务的建设和管理

的基础上，发挥共青团等青年人组织的优势，积极鼓励

并组织相关的定期心理健康服务，通过与心理服务机

构形成对口的支援关系，可以对于心理服务设定一定

的帮扶基金，让有需要的青年人可以适时、便利地获得

心理服务。工作环境方面管理者适度放权、制定合适

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量，同时加强上下级、同事间的交流

和支持。此外，可以结合青年人的特点，依靠新兴互联

网技术手段补充心理服务形式。依托青年人对于互联

网使用的普遍性，将心理援助的宣传和服务工作更紧

密地与这种新的形式相结合，例如设置关于科技工作

者心理健康服务的公众号，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微课讲

座等。

4 结论

研究显示，35岁及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相对于

其他年龄的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更差，有更多的

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相比 2009年，2017年的青年科

技工作者存在抑郁的比例略有上升，超过 20%的青年

科技工作者存在抑郁表现，在高抑郁水平的群体中，

20.4%存在自杀意念。近 50%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存在

焦虑状况。女性、低学历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

状况更差。婚姻状况对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已

婚的青年工作者抑郁得分、自杀意念显著低于其他婚

姻状况群体，已婚和未婚的青年工作者得分无显著差

异，但显著低于离异、再婚或丧偶的群体。采取压制的

情绪调控方式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抑郁、焦虑、自杀意

念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自我调节和发泄的群体。高压

力、少发展、少交流的工作环境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群体

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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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fessionals

AbstractAbstract As the main for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fessionals take up major work tasks and pressures,
with more mental health risks. The present paper studie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fessional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y conducting two rounds of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of participants aged 35 and below in 2009 and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21% of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fessional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depression, 47.9% of them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anxiety, and 11% have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 last year.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fessionals are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than other age group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xiety levels. Female and low-educated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fessionals are more prone to suicidal ideations, and the low-educated group are also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Marital
status, marital satisfaction, emotional regulation style,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studied group.
KeywordsKeywords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fessionals; mental health; psych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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